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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党之所以完全彻底地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代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正因如此，党才会有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即使同敌人在力量对比上处于明显劣势，依然能从人民群众当中汲取无穷的力量，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延安时期，我们党对这一原理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在各项工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在对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的认识上，党提出全民抗战路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群众、全民抗战，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既是对中国全面抗战10个月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更成为指导中国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
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任务，并在整风运动中提出诸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也成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根据。
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原则，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一切抗日群众，从而筑起了一道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经济发展上，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困难时期。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讲道：“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地与群众同劳动、共甘苦，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中央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时期，我们党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积极调研，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倾听意见，不断把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
当时陕甘宁边区某些工作人员出现了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的做法和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随即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毛泽东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使经济得以发展，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歌颂党和党的领袖，唱出了《东方红》《绣金匾》等歌曲，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一大批像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也正是循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我们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讲话中提到的那样：“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强调，这一方法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无限循环的，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实际工作的完成，如征收公粮、劳动竞赛、互助合作、选举投票、乡村自治、夫妻识字等，都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一些工作方法，由群众首创，取得成效和经验后，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上升为一种政策，然后推广实行，逐步完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三次选举中，所有符合选举条件的人基本上参加了选举，包括老人和妇女。由于许多人是不识字的农民，便用“投豆法”“烧香燃洞法”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投票，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真实表达。
党的干部，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普通干部，都十分注重深入群众，对弱势群体的声音尤其关注。朱德曾说，在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对当时干部的真实写照。在延安街巷，时常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农民并肩而行，无拘无束地聊天谈心。周恩来则到三五九旅家属驻地，召开孩子妈妈座谈会。朱德在“抗大”经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与大家探讨问题，关心他们的生活。革命者之间，毫无例外，都是情同手足、平等待人、互帮互助、教学相长的同志关系，没有上下级的隔膜或能上不能下的风气。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共产党干部公正、民主、廉洁、亲民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由衷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坚持从严治党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从严治党，把反腐与党纪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与依法治理结合起来。从严治党，也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保障。
1935年9月，刚刚落脚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把中央苏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广为传唱。讲纪律，成为我们党确保政治方向正确的关键因素。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延安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坚定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人民负责，向人民报告工作，发动群众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工作，重点是批评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脱离群众、包办代替、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现象，使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并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在深入调查后，得知原因是公粮收缴负担过重，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进行了深刻反省，及时调整征粮数量，将20万担公粮减为16万担，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
为保证纪律的坚决执行，一系列法律条规被制定出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对于党政公务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化、假公济私、蜕化变质、欺压百姓等行为，要严厉惩处，量刑治罪，党员有犯法者更要从重治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依法严惩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仅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审判了180起贪污腐败案件。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各级政府也建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府。
延安时期，党与群众鱼水相依、水乳交融，成为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宝！正因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党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短短的13年，党的力量由小到大，中国革命的力量也由弱到强。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与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真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践中体现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直接关系的。
美国记者斯诺曾写道：“我在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不把自己当做特权阶层，一心为民，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民公仆”一词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气象，正是优秀的共产党人读懂了“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党、一个组织，其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政治优势。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